
 

夫妻共治会改变企业成本粘性吗
−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许宇鹏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夫妻共治会改变企业成本粘性吗？这一问题在夫妻控制家族企业独有的内部治理结构特

征下更具有深意。文章基于沪深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的数据，从实际控制人的权力配置视角出发，探究

夫妻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权力配置结构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夫妻共同控制下家族企

业内部股权制衡度、夫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特质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等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

究结果表明，夫妻共同持股与共同管理的产权配置结构对成本粘性具有显著影响，能够灵活调节成本

粘性程度；股权制衡、夫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特质以及妻子具备技术专家型人力资本特质能够显著降

低企业的成本粘性。文章对深入理解家族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特征、提升家族企业管理层决策配置能力

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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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史记•货殖列传》），表明只有充分考虑成本

的重要性，才能保证生产经营的生生不息。成本（费用）管理或控制是现代企业日常经营的重

要环节，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经济下行压力不断

增加，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将不断受到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成本上行压

力的冲击。如何开展有效的成本管控是企业面临经济复杂性特征下的重大挑战。2019年《财富》

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高达129家，成为全球上榜数量最多的国家，可喜之余却发现，

中国企业的经济质量并不乐观，其中负利润的企业数量高达12家，利润率低于1%的企业更是

达到了37家，可见中国企业的发展质量与发达国家企业仍然有巨大差距。从组织内部管理的视

角来看，整体成本管控行为，尤其是成本结构的优化调整是企业成功发展的基石。然而，许多

企业在“高歌猛进”的时候却忽视了成本管控的基础性作用，导致企业成本高企，经营风险剧

增。如何从根本上化解高成本压力是中国企业亟需解决的一项战略性问题。

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中国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截至2019年

7月，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3 663家企业中，近1 289家上市公司由家族控制，占比达35%。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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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核心力量，其作用不言而喻，作为家族和企业的“一家之主”，家族企业家

的个人特质与行为模式对企业的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在经济下行压力陡增、新旧动能转

换加速的背景下实现企业结构化转型，对于家族企业家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相对于实务界

关注家族企业在新时代如何稳定发展的议题，学术界也围绕中国文化与制度情境下家族企业

发 展 进 行 了 家 族 成 员 结 构 与 公 司 治 理 （ 翁 若 宇 等 ，2019； 赵 宜 一 和 吕 长 江 ，2015； 贺 小 刚 等 ，

2010）、家族传承与企业发展（蔡庆丰等，2019；朱晓文和吕长江，2019；黄海杰等，2018；李新春

等，2015）、家族控制权与企业财务行为（肖金利等，2018；吴炳德等，2017；刘白璐和吕长江，

2016；巩键等，2016）等多元化研究。家族企业群体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尤其是占据中国家

族上市公司三分之一的夫妻共同控制型家族企业的存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在既有文

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家族企业所有权配置、管理权配置与公司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一

方面，现有研究中有关家族企业成本管控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探讨家族企业内部

组织特征对公司成本粘性是否具有影响仍需进一步深化。成本粘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

决策者和管理层对公司经营管理在具体业务领域的判断和选择，是公司运营效率和经营风险

的有效反映，同时也是企业实施战略决策的重要诠释。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中国民营企业若存

在成本粘性的性态，或许意味着其在经营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上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更为严

峻的是有可能引发民营经济系统性、结构性的经营波动风险。夫妻共治下的产权配置对公司经

营管理过程中决策的实施存在决定性影响，高度集中的控制权对企业成本粘性行为会产生何

种影响是本文要探究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公司产权理论与代理理论，对下述问题

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1）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夫妻共治型企业是否能够灵活地调整成

本，进而影响成本粘性。（2）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和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是否具

有成本管控效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理解夫妻共治下家族企业成本粘

性的内在动因，也对家族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企业家行为路径认知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的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

了大样本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夫妻共治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影响，即基于夫妻共同

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和基于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成本粘性具有显著影响。（2）股权制衡

度在夫妻共治情境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3）夫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在夫妻共治情境下对

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4）夫妻双方的亲属参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会显著增强成本粘性。以

上研究结论在采取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果依旧稳定。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视角，丰富了中国文化与制

度背景下家族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网络与企业组织结构相互交织，使得

家族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容易产生多重代理问题（何轩等，2008；Karra等，2006），这种代理问

题在家族核心成员之间的影响更为严重，这就导致了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与非家族企业存在显

著差异。本文从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着手，聚焦夫妻共治的产权配置情境，更为精准地研究

家族企业组织产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发现夫妻共治有利于改善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丰

富了产权理论与家族企业组织管理相互关系研究的文献。第二，现有文献大多从外部制度环境

研究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而忽视了组织内部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成本粘性行为反映了企

业决策者对企业战略的定位和个人的战略风格，本文以夫妻共治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公

司内部治理结构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理清了公司组织内部治理与成本管控之间的关系。第三，

夫妻之间有效的权力配置实现了资源配置的灵活协调性，提升了组织效率，扩展了传统差序格

局下夫妻关系的经济内涵，丰富了现有关于婚姻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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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假说发展

成本粘性作为成本管控的重要内容，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交叉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管理

会计研究认为企业的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动幅度是相同的，即成本的发生与业务活动是相对称

的 。 现 实 的 企 业 经 营 实 践 中 ， 由 于 管 理 层 的 主 观 行 为 差 异 ， 使 得 成 本 管 理 变 得 更 为 复 杂

（Cooper和Kaplan，1998；Noreen和Soderstrom，1997），从而改变了机械化的成本与业务量变动的

对称现象。Anderson等（2003）借鉴“粘性经济”的相关概念，将业务量上升时成本（费用）增加的

变动量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费用）减少的变动量现象称为成本费用粘性（cost stickiness）。孙

铮和刘浩（2004）则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了在中国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

本费用粘性现象，且程度更为严重。Banker等（2010）在成本粘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成本粘性

产生的动因进行了探索，认为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管理层乐观主义（optimism）和代理问

题是引致成本粘性的三大动因。

首先，对于调整成本观而言，企业成本费用的产生是管理层对各类资源投入承诺的结果，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管理层的深思熟虑抑或未雨绸缪往往会按照某种动机或原则改变投资的

方向，此行为就会产生资源的调整成本。Cooper和Haltiwanger（2006）认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调

整成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企业在后续决策中的管理效率，尤其是协调资源的调整能力。管理层

在 不 同 契 约 签 订 的 过 程 中 ， 往 往 会 不 断 增 加 资 源 的 投 入 ， 容 易 形 成 成 本 粘 性 。Anderson等

（2003）认为，相较于实物资本，公司在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领域存在更高的调整成本特征，因

此在人力资本密集的公司，其成本粘性相对更高。其他的相关研究聚焦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

保护水平（Banker等，2013）、相关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刘媛媛和刘斌，2014；江伟等，2016）以

及客户关系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王雄元和高开娟，2017）。

其次，管理层乐观主义认为，管理者对未来形势的预期和态度会影响其决策。管理者乐观

预期观点认为，总体来看，企业业务量的长期趋势是渐进增长的，这就使得他们对企业未来销

售量增长持更为乐观的态度，管理者往往认为现阶段经营的下滑是暂时的，为了保持企业一如

既往的经营效率，公司管理层就不会迅速减少资源的投入，而在经营状况好转时，管理层会增

加 公 司 资 源 投 入 ， 使 得 调 整 成 本 增 加 ， 成 本 粘 性 程 度 也 会 相 应 提 高 （Chen等 ，2012； 梁 上 坤 ，

2015）。

最后，聚焦成本粘性的代理问题动因。代理问题是现代公司制企业两权分离下存在的客观

现象。对于成本粘性的代理动因，管理层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动机进行类似盈余管理般

的成本粘性管理，这种粘性程度既有被强化也有被弱化的可能性，而实际业绩目标考核驱动了

管理层的决策行为模式（Kama和Weiss，2013；江伟和胡玉明，2011；刘慧龙等，2017）。此外，管理

者为了建立自身的“帝国大厦”，往往会采取各种公司策略来增加自身的个人利益，比如增加在

职消费等非生产性支出以最大化个人效用。公司支出的增加只增不减，导致了成本粘性程度不

断提升（崔学刚和徐金亮，2013）。

上述关于成本粘性的研究为本文深入探究家族企业成本粘性行为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借

鉴。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家族企业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核

心成员掌控企业，家族领袖在企业中存在独特的影响力（Schulze等，2003；Pan等，2018；王明琳

等，2014）。在中国文化与制度背景下，威权式家长风格、家族差序关系等体现东亚文化的家族

伦理特征与现代企业制度相互融合，家族所有权特征、家族成员治理区别于非家族企业公司治

理特质（Redding，1990），由家族内部成员关系所引起的利益协调或矛盾冲突使得家族企业的

10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年第1期



代理问题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企业。而且不同的家族领袖所表现的乐观主义也是各有差异，尤

其是女性家族成员与男性家族成员在共同经营家族企业时会呈现别样的风格和表现，这种对

未来经营的态度与理念的差异性会影响公司的具体经营策略。本文认为夫妻共治的产权配置

结构与成本粘性行为之间的关系或其内在发生机制会通过家族企业代理问题而触发。

企业家特征及其决策行为模式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至关重要。当企业业务收入下降时，企业

家对业务发展的判断以及由此带来的决策准确性关乎成本管控效率。本文认为夫妻共治的权

力配置对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股权结构决定了内部权力的归属，Berle和Means（1932）、

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经典代理理论从两权分离的情形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所有权和管

理权的分离使得代理问题呈现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而家族企业在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二

为一下，股权高度集中使得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凸显。经典的实证研究同时也表

明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高度合一，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治理效应（Shleifer和Vishny，1986；La

Porta等，1999）。夫妻共治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存在其独有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方面：

首先，夫妻控制的家族企业核心特征是股权比例的高度集中，作为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

确保家族企业资产的安全和延续性是基本使命，也是未来家族企业面对的重大挑战。年轻的夫

妻档家族企业正处于创业的关键阶段，对于所有权的保护显得更加谨慎。作为创业者的夫妻，

也是家族企业中的大股东，其更有动力和能力去了解和获取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特殊资源和信

息，为了使企业做大做强，夫妻企业家会不遗余力地提高资源的投资效率，主动避免“掏空”企

业的行为。在关系治理的中国家族企业中，夫妻共治的所有权安排存在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契

约保护功能，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的显性契约使得夫妻牢牢掌控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形

成了充分的信任和合作的力量。正如Arrow（1974）所述，“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

当对其他人的话产生相当程度的信赖时，可以节省大量麻烦，从而大大提高社会效率”。夫妻之

间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使得夫妻双方拥有了相对平等的舞台，股权的适度集中能够有效降

低两类代理问题，进而对企业的成本管控产生影响，确保股权本身所蕴含的企业价值不受损

害，保护家族财富的安全。

然而，实际控制人过度集中的所有权比例也有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家族内部来

看，过度集中的所有权有可能导致控制人自我控制问题，即实际控制人可能处于自利动机，利

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将企业资金投资于自己感兴趣而其他家族成员并不认为是最佳的投资项

目，这就会导致家族企业资源的错误配置（Schulze等，2002），形成成本粘性。夫妻实际控制人有

可能因个人投资兴趣的偏差而产生公司决策分化、资源投资分散和无序的现象，使得公司资源

的无效投资增加，导致后续的调整成本增加，形成成本粘性。过度集中的所有权也会进一步激

起家族成员内部矛盾，倘若夫妻双方的亲戚卷入家族企业中，往往会触发由于各自利益冲突导

致的企业风险，使得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徒增，进而引发成本粘性问题。夫妻共同控制下，所有

权比例往往反映了夫妻双方个人及其各自家族的权力配置，在这种情景下，夫妻控制就有可能

导致权力配置下的家族代理冲突问题，引起公司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现象，导致成本粘性的产

生。既有大量研究都认为高度集中的股权比例会使得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致使

代理成本增加（魏明海等，2013；贺小刚等，2011），夫妻共同持股会引起夫妻双方背后的家族成

员的恶性竞争，使得家族内部代理冲突发生的概率提升，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形成企业更高的成

本粘性程度。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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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夫妻共同持股比例越高，成本粘性程度越低。

假说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

的影响，夫妻共同持股比例越高，成本粘性程度越高。

其次，在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下，夫妻共治的功能更具有能动性。管理权的配

置直接影响家族企业是否能够维持对企业的技术性控制进而保持家族财富的增长，所以在此

权利配置下，夫妻的管理更加具有经济人理性的特征。家族管理者身份与角色的合理配置和协

调成为夫妻在企业组织中权力有效发挥的关键机制。大部分研究表明丈夫和妻子在家族企业

中担任的角色是具有合理差异性的（Dyer等，2013；Carr和Hmieleski，2015）。夫妻性别差异所致

的行为模式使他们在企业组织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并由此发挥了别样的功能。丈夫一般会以

主导者的身份掌舵企业，而妻子往往会成为其“贤内助”，在具体的公司运营中发挥作用，保证

家族企业的有序发展（Poza和Messer，2001；van Auken和Werbel，2006）。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家族

企业，夫妻共同管理的权力配置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夫

妻共同治理意味着夫妻双方在家庭组织和企业组织中具有相对平等和谐的家庭地位，夫妻双

方能够同心同德，增强家族和企业的凝聚力，这种关系的建立和持续将会有效传递至企业具体

的战略资源投资决策领域，使得公司在经营业务方面不会采取盲目扩张或者激进的方式，有效

降低资源过度投资或错配的可能性。（2）从家族情感财富的视角来看，夫妻双方往往会对亲手

创立的企业倾注更多情感和精力，而且这种情感财富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增强。配偶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对于提升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形象的需求往往会使得夫妻控制人更

加在意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维护。（3）在日常的公司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的交流时

间更为充分，有效的沟通能够消除彼此对于公司经营理念和决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保证了公

司的高效率运营，降低了公司管理层团队的沟通协调成本，有助于公司决策的灵活协调性。夫

妻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往往会小心谨慎地投资战略资源，尽量减少作出不利于企业利益的决策，

自觉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

但是，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组织内部也往往会因夫妻双方各自的亲戚涉足企业而造成家

族内部的代理问题，形成家族的裙带文化（Dyer等，2013）。在夫妻共同控制企业的情境下，其各

自亲属参与企业经营就会更加容易，但是如果家族其他亲属不能够很好地胜任工作岗位，就会

导致企业低效运营，引起成本粘性。如果夫妻在共同经营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或者婚变，就会

导致企业发展困难重重，使夫妻双方的协作与分工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Perricone等，2001），

其各自为政的概率增加，使得公司容易遭到管理者“掠夺”，导致资源配置发生极大的偏差，引

起成本粘性。另外，过度集中的管理权配置，使得家族内部和企业非家族核心成员的信息交换

与共享的机会大为减少（Eddleston等，2008），夫妻管理者与公司其他管理者之间就会形成一道

屏障，信息交流与沟通的障碍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可能出现的一言堂现象最终会导致公司大

量的资金成本、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配置到投资回报低的项目之中，形成成本粘性。因此，在

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情景下，也会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使得企业的经营决策发生偏差，对企

业成本管控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2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

的影响，夫妻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显著降低了成本粘性。

假说2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

的影响，夫妻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显著提高了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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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参照Anderson等（2003）关于成本粘性研究的经典建模思路，并借鉴周林洁等（2019）、

梁上坤（2018）、刘慧龙等（2017）的研究，构建了如下实证模型（1）和模型（2），用于检验主假说。

模型变量名称和取值方式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管理费用与营业费用之和
的变动

LnFeeR
当年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与上年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比值的自

然对数

营业成本的变动程度 LnCostR 当年营业成本与上年营业成本比值的自然对数

收入的变动程度 LnIncomeR 当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

公司收入是否下降 D 当年营业收入相对于上年出现下降取1，否则取0

夫妻共同持股 Ownership 夫妻共同控制下的持股比例

夫妻共同经营管理 CM
如果夫妻同时在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中同时或者分别都获得了相应的职

位，具有了共同管理权，CM赋值为1，否则为0
连续两年收入下降 D_Twoy 当公司当年及前一年营业收入下滑时取1，否则取0

经济增长 GDP_Growth 各省份当年相对于上年GDP的增长率

人力资本密度 EIntensity 年末员工数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

资本密集度 AIntensity 年末资产总额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

公司规模 Size 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盈利水平 Roa 公司当年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财务杠杆 Lev 公司年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独立董事占比 RatioInde 公司年末独董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

两职合一 Dual 虚拟变量，若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取1，否则取0

管理层持股比例 Mshare 公司年末管理层持股数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

地区市场化水平 Market 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其值取自王小鲁等（2017）
 

LnFeeR=β0+β1LnIncomeR+β2LnIncomeR×D+β3LnIncomeR×D×Ownership+β4Ownership

×
∑

LnIncomeR×D×Economic_Var+
∑

Economic_Var+
∑

Control_Var+ε
(1)

LnFeeR =β0+β1LnIncomeR+β2LnIncomeR×D+β3LnIncomeR×D×CM+β4CM

×
∑

LnIncomeR×D×Economic_Var+
∑

Economic_Var+
∑

Control_Var+ε
(2)

借鉴既有研究的做法（孙铮和刘浩，2004；孔玉生等，2007；刘慧龙等，2017），本文构建了两

个被解释变量，分别是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变动（LnFeeR）和营业成本的变动（LnCostR）。

如果成本存在粘性，则模型中D×LnIncomeR回归系数应显著小于0。这意味着，相对于收入上

升，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成本（包括费用）下降的速率更低，表明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

家 族 企 业 夫 妻 共 治 的 权 力 配 置 与 D×LnIncomeR的 交 互 项 （ D×LnIncomeR×Ownersh ip、

D×LnIncomeR×CM）的回归系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1. 被解释变量。LnFeeR表示费用的变动，本研究采取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变动，即

当年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与上年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之和的比值的自然对数。此外，本文

将营业成本的变动也纳入研究，LnCostR表示当年营业成本与上年营业成本的比值，并将其值

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

2. 解释变量。LnIncomeR表示营业收入的变动，为公司当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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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对数。D表示公司业务量是否下降，其为虚拟变量，若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相对上年出

现下降，取值为1，否则为0。

本文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中实际控制人涉及自然人为基本标准，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

妻实际控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作为关系契约与要素契约的结合体，夫妻控制家族企业的权

力配置是建立在权威构建基础之上的，从而成为合法性来源（Eglene等，2007）。夫妻之间在家

族企业的权力结构反映了夫妻之间的关系融洽度，体现了夫妻在家族企业中的话语权分配。本

文以夫妻共治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从所有权配置和管理权配置两个层面进行度量：（1）以夫

妻共同持股比例（Ownership）作为所有权配置的代理变量。（2）以夫妻在公司共同管理作为管

理权的代理变量。如果夫妻在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中同时或者分别获得了相应的职位，具有了

共同管理权（Common Management）（以下简称CM），CM赋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依据既有研究，将驱动公司成本粘性的四大经济变量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

（1）业务量是否持续下降（D_twoy）。若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滑，则取1，否则为0。（2）经济

增长（GDP_Growth）。各省份当年GDP的增长率。（3）人力资本密度（EIntensity）。以公司年末员

工数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营业收入的单位为百万元）来衡量。（4）资本密集度（AIntensity）。

以公司年末资产总额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进行衡量。进一步，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上述四个

变量本身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LnIncomeR*D*Economic_Var）。

其余的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规模（Size）。期末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资产净利润率

（Roa）。公司当年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3）财务杠杆（Lev）。公司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4）独立董事比例（RatioInde）。年末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的比值。（5）两职合一（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1，否则为0。（6）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年末管理层持股数

量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7）地区市场化水平（Market）。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其值取自

王小鲁等（2017）。除此以外，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虚拟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7−2018年A股家族企业为样本，通过手工查阅家族企业的招股说明书，获取有关

实际控制人及其家族成员的基本信息，并基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性质，将基于婚姻关系构建的

夫妻控制型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进一步获取实际控制人的背景资料，当实际控制

人在企业任职时，通过查询年报中“高管个人资料”获取其详细信息，并进一步通过检索东方财

富、巨潮资讯等网站予以检查补充完整。本文所用的公司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数据来自于

CSMAR数据库。

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按照下述逻辑和要求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处理：（1）由于在经

营模式、资产结构特征以及财务报告编制与列示要求等方面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剔

除了金融行业的样本；（2）剔除了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3）最后本文得到3 867个观测值。

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的连续变量在

1%和99%的分位上进行了缩尾（Winsorize）处理。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统计结果表明，夫妻控制的家族上市公司中，费用

变动（LnFeeR）的均值为0.119，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的均值为0.065，收入变动（LnIncomeR）的

均值为0.050，公司营业收入是否下降所占比为44.8%。在夫妻共治中，夫妻共同持股的均值为

67.2%，说明夫妻实际控制人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高度集中；在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

置下，近44.1%的夫妻共同经营管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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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nFeeR 3 867 0.119 0.405 −1.456 0.156 1.226

LnCostR 3 867 0.065 0.493 −1.810 0.111 1.260

LnIncomeR 3 867 0.050 0.477 −1.534 0.101 1.148

D 3 867 0.448 0.446 0.000 0.000 1.000

Ownership 3 867 0.672 0.181 0.246 0.691 0.990

CM 3 867 0.441 0.496 0.000 0.000 1.000

D_Twoy 3 867 0.177 0.382 0.000 0.000 1.000

GDP_Growth 3 867 0.079 0.015 0.042 0.078 0.151

EIntensity 3 867 1.332 1.245 0.021 1.008 7.281

AIntensity 3 867 2.449 3.172 0.363 1.786 27.863

Size 3 867 21.468 0.830 18.916 21.422 24.107

Roa 3 867 0.050 0.064 −0.506 0.047 0.482

Lev 3 867 0.302 0.168 0.008 0.285 0.841

RatioInde 3 867 0.380 0.060 0.333 0.363 0.667

Dual 3 867 0.531 0.499 0.000 1.000 1.000

Mshare 3 867 0.183 0.175 0.000 0.153 0.748

Market 3 867 7.597 1.211 4.640 7.970 8.930
 

四、  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假说1的实证结果。第（1）、（2）列交乘项D×LnIncom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了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持股的

所有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D×LnIncomeR×Ownership的系数为0.011，在1%水平上显著为

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的控制变量后，D×LnIncomeR×Ownership的系数为0.008，依

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夫妻控制首先需要保证有效比例的股权，在所有权上

获得绝对的优势。保证家族资产的安全是家族企业的基本目标，股权比例越高，夫妻共治下会

更加关注企业长期的发展，兼顾长短期利益，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说1a。
表4报告了假说2的实证结果。第（1）、（2）列交乘项D×LnIncom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经营管理

的管理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D×LnIncomeR×CM的系数为0.36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控制变量后，D×LnIncomeR×CM的系数为0.371，依然在1%水平

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夫妻共治的管理权配置在成本粘性的调整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夫妻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中占据核心的领导位置，相互支持合作，实现公司战略的健康稳健发

展。这种由婚姻关系“穿透”至家族企业共同合作的关系能够极大地降低代理成本，保证家族企

业资本投入更为有效的领域，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实现了相对有效的成本管控。实证结果

支持了假说2a。

（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营业成本的变动，以此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5。

第（1）、（2）列交乘项D×LnCost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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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著 的 成 本 粘 性 现 象 。 第 （3） 列 中 加 入 夫 妻 共 同 持 股 的 所 有 权 配 置 与 成 本 粘 性 的 交 乘 项 ，

D×LnCostR×Ownership的系数为0.00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控

制变量后，D×LnCostR×Ownership的系数为0.004，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以

营业成本变动为被解释变量时，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亦具有显著的影

响。表6报告了假说2的基本回归结果，回归时逐步引入控制变量从而保证数据结果的准确性。

第（1）、（2）列交乘项D×LnCost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存在

显著的成本粘性现象。第（3）列中加入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交乘项，

D×LnCostR×CM的系数为0.12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4）列中增加了四大经济变量控制变

量后，D×LnCostR×CM的系数为0.094，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以营业成本变

动为被解释变量时，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亦具有显著的影响。

2. 夫妻共同控制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稳健和具有说服力，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

业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作为两组样本进行比较，以此检验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对成本粘

性的影响。为此，本文定义了在民营上市公司总体样本中，如果公司以夫妻作为实际控制人，

则被界定为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Couple），赋值为1，否则为0。

表 3    夫妻共同持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FeeR

（1） （2） （3） （4）

LnIncomeR 0.734***（22.42） 0.741***（22.93） 0.734***（22.90） 0.718***（54.85）

D×LnIncomeR −0.281*** （−6.12） −0.296*** （−6.49） −0.609*** （−7.96） −0.503*** （−4.11）

D×LnIncomeR×Ownership 0.011***（4.50） 0.008***（5.49）

Ownership −0.002*** （−2.98） −0.001*** （−4.56）

D×LnIncomeR×D_Twoy 0.231***（4.04）

D×LnIncomeR×GDP_Growth −0.008 （−0.51）

D×LnIncomeR×EIntensity −0.075*** （−5.23）

D×LnIncomeR×AIntensity −0.035*** （−3.10）

D_Twoy −0.017 （−1.36） −0.049*** （−3.57）

GDP_Growth 0.027***（5.17） 0.028***（7.66）

EIntensity −0.030*** （−5.12） −0.039*** （−11.11）

AIntensity −0.003*** （−5.44） −0.003*** （−11.64）

Size −0.012 （−1.56） −0.009 （−1.24） −0.008 （−1.23）

Roa 0.603***（8.78） 0.419***（5.60） 0.382***（5.34）

Lev −0.046 （−1.43） −0.057* （−1.88） −0.069** （−2.51）

RatioInde 0.073（0.98） 0.004（0.05） 0.025（0.35）

Dual −0.008 （−0.89） −0.003 （−0.31） −0.004 （−0.48）

Mshare −0.061** （−2.53） −0.076*** （−3.12） −0.087*** （−3.51）

Market 0.005（1.27） 0.0004（0.11） 0.003（0.76）

Constant 1.610***（5.41） 1.885***（5.98） 0.885***（3.33） 0.927***（3.13）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867 3867 3867 3867

Adj-R2 0.562 0.571 0.624 0.626
　　注：括号中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经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cluster），同时控制了年度、行业效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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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报告了夫妻共同控制家族企业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之间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实

证结果。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列（1）中收入变动（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

平上显著大于0，D×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说明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费

用 之 和 存 在 粘 性 。 列 （ 2） 中 D×LnIncomeR的 回 归 系 数 为 −0.032， 在 1%水 平 上 亦 显 著 ， 而

表 4    夫妻共同经营管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FeeR

（1） （2） （3） （4）

LnIncomeR 0.734***（22.42） 0.741***（22.93） 0.733***（26.10） 0.721***（25.37）

D×LnIncomeR −0.281*** （−6.12） −0.296*** （−6.49） −0.473*** （−10.41） −0.622** （−2.32）

D×LnIncomeR×CM 0.365***（7.49） 0.371***（6.73）

CM −0.069*** （−5.75） −0.065*** （−5.10）

D×LnIncomeR×D_Twoy 0.153**（2.01）

D×LnIncomeR×GDP_Growth −0.021 （−0.58）

D×LnIncomeR×EIntensity −0.060* （−1.94）

D×LnIncomeR×AIntensity −0.048** （−2.43）

D_Twoy −0.011 （−0.86） −0.031* （−1.73）

GDP_Growth 0.024***（4.57） 0.028***（3.92）

EIntensity −0.028*** （−4.77） −0.035*** （−5.26）

AIntensity −0.002*** （−5.09） −0.003*** （−5.55）

Size −0.012 （−1.56） −0.007 （−1.00） −0.005 （−0.72）

Roa 0.603***（8.78） 0.572***（8.32） 0.534***（7.74）

Lev −0.046 （−1.43） −0.053* （−1.74） −0.066** （−2.15）

RatioInde 0.073（0.98） 0.089（1.24） 0.076（1.07）

Dual −0.008 （−0.89） −0.005 （−0.56） −0.007 （−0.74）

Mshare −0.061** （−2.53） −0.036 （−1.49） −0.046* （−1.88）

Market 0.005（1.27） 0.000 2（0.05） 0.001（0.48）

Constant 1.610***（5.41） 1.885***（5.98） 0.854***（3.11） 0.894***（3.22）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867 3867 3867 3867

Adj-R2 0.562 0.571 0.626 0.631

表 5    夫妻共同持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CostR

（1） （2） （3） （4）

LnIncomeR 1.042***（132.96） 1.046***（132.72） 0.989***（73.82） 0.775***（11.77）

D×LnIncomeR −0.707*** （−26.50） −0.737*** （−27.96） −0.314*** （−4.52） −0.503*** （−7.34）

D×LnIncomeR×Ownership 0.005***（4.83） 0.004***（11.37）

Ownership −0.001*** （−4.05） −0.004*** （−3.52）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300 （−0.03） −0.100 （−0.01） 0.779***（8.83） 0.800***（4.96）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 867 3867 3 867 3 867

Adj-R2 0.393 0.424 0.524 0.550

　　注：限于篇幅，表中未列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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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nIncomeR×Couple的 回 归 系 数 为 0.179， 在 1%水 平 上 显 著 为 正 。 当 因 变 量 为 成 本 变 动

（LnCostR）时，列（3）中收入变动（LnIncome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D×LnIncomeR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说明公司管理费用与营业费用之和存在粘性。列（4）中

D×LnIncomeR的回归系数为−0.304，在1%水平上亦显著，而D×LnIncomeR×Couple的回归系数为

0.07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夫妻控制民营上市公司，夫妻共同控制的

上市公司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发现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3. 非夫妻控制家族企业的分组比较检验

本文进一步聚焦其他类型家族企业（F_Type）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家族企业群体内部存在

显著差异，就实际控制人的关系结构而言，存在以父子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以兄妹为实

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以及单一自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因此，为了使本文的结果更加稳健且具

可比性，本文考察了其他类型家族企业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

为此，在家族企业群体内部考察其他类型家族企业时，定义以父子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

业（Fuzi_Type），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来考察父子控制与非父子控制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

差异性影响；定义以兄妹为实际控制人的家族企业（Xmei_Type），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来考

察兄妹控制与非兄妹控制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差异性影响；定义以单一自然人为实际控制

人的家族企业（One_Type），赋值为1，否则为0，以此来考察单一自然人控制与其他类型家族企

业之间对成本粘性的差异性影响。

表 6    夫妻共同经营管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CostR

（1） （2） （3） （4）

LnIncomeR 1.042***（132.96） 1.046***（132.72） 0.993***（89.30） 1.029***（95.69）

D×LnIncomeR −0.707*** （−26.50） −0.737*** （−27.96） −0.068*** （−4.44） −0.460*** （−16.66）

D×LnIncomeR×CM 0.123***（9.31） 0.094***（7.37）

CM −0.018*** （−3.65） −0.019*** （−4.17）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300 （−0.03） −0.100 （−0.01） 0.792***（4.86） 0.286*（1.82）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 867 3 867 3 867 3 867

Adj-R2 0.393 0.424 0.532 0.546

表 7    夫妻共同控制与非夫妻控制民营企业对成本粘性的比较检验

LnFeeR LnCostR

（1） （2） （3） （4）

LnIncomeR 0.746***（37.34） 0.137***（18.99） 1.034***（136.52） 1.020***（124.05）

D×LnIncomeR −0.180*** （−6.20） −0.032*** （−24.66） −0.086*** （−7.24） −0.304*** （−6.92）

D×LnIncomeR×Couple 0.179***（10.16） 0.074***（7.53）

Couple 0.023***（4.80） 0.012***（4.06）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396**（2.50） −0.302*** （−2.65） 0.110***（4.13） 0.222***（3.40）
Industry &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5 836 15 836 15 836 15 836

Adj-R2 0.311 0.397 0.398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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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报告了非夫妻控制家族企业所有权配置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当因变量为

费用变动（LnFeeR）时，第（1）、（2）、（3）列分别显示了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Fuzi_Type）、兄妹

共 同 控 制 （ Xmei_Type） 以 及 单 一 自 然 人 控 制 （ One_Type） 的 实 证 结 果 ， 其 三 项 交 乘 项 D×
LnIncomeR×F_Type的系数分别是−0.384、−0.044和−0.016，而其中只有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当因变量为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时，第（4）、（5）、（6）列分别显示了父

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Fuzi_Type）、兄妹共同控制（Xmei_Type）以及单一自然人控制（One_Type）

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F_Type的系数分别是−0.004、−0.059和−0.012，其中，父

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兄妹共同控制家族企业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综

合上述结果表明，父子共同控制家族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更高，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兄

妹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和单一自然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也显示了较高的成本粘性。
 

表 8    非夫妻控制家族企业类型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FeeR LnCostR

（1） （2） （3） （4） （5） （6）

D×LnIncomeR×F_Type
Fuzi_Type Xmei_Type One_Type Fuzi_Type Xmei_Type One_Type
−0.384***

（−6.66）
−0.044
（−0.72）

−0.016
（−0.47）

−0.004***

（−7.28）
−0.059***

（−2.62）
−0.012
（−0.33）

LnIncomeR
0.735***

（39.80）
0.733***

（39.72）
0.732***

（39.62）
1.019***

（124.26）
1.019***

（124.31）
1.019***

（51.39）

D×LnIncomeR
−0.572***

（−4.87）
−0.536***

（−4.61）
−0.527***

（−4.53）
−0.278***

（−6.31）
−0.276***

（−6.22）
−0.288***

（−3.45）

F_Type
−0.086***

（−8.02）
−0.046***

（−3.41）
−0.024***

（−3.21）
−0.002
（−0.27）

−0.003
（−0.59）

−0.003
（−0.26）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355***

（3.08）
0.303***

（2.63）
0.437***

（3.79）
0.183***

（5.89）
0.230***

（7.05）
0.212***

（3.54）
Industry & 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5 836 15 836 15 836 15 836 15 836 15 836

Adj-R2 0.583 0.582 0.582 0.399 0.400 0.395
 

4. 实际控制人婚变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

本部分从家族实际控制人婚变的情形来检验由于婚姻的破裂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一

般而言，企业家婚姻破裂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一段破碎的婚姻会将经济利益的重新

分配放在首要位置，离婚的双方会想尽办法从公司攫取既有利益或未来利得，破坏原有相对稳

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权利分配机制，从而使得代理问题凸显，影响企业的资源调整决策，使

得企业资源调整出现成本粘性现象。

为此，本文借鉴双重差分的研究思路对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婚变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

系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对家族企业中家族实际控制人及家族核心成员发生婚变进行了界定，

并按照如下逻辑对婚变进行变量定义：以家族控制人及核心成员发生婚变的公司公告为准，将

公告日当年度及以后年度设定为家族成员发生婚变（Divorce_C），赋值为1；而在发生婚变的公

告当年之前，则赋值为0。本文利用万德（Wind）数据库，以“离婚”为关键词搜索全文公告，并通

过百度新闻等搜索引擎进行再搜索匹配。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45家家族上市公司在其公

告中提及离婚事项。其中控制人婚变的企业26家，家族核心成员高管婚变的企业19家。本文以

此45家 婚 变 上 市 公 司 为 小 样 本 ， 进 行 了 稳 健 性 检 验 。表9的 回 归 结 果 显 示 ， 控 制 人 夫 妻 婚 变

（Divorce_C）对企业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三项交乘项

D×LnIncomeR×Divorce_C的回归系数为−0.174，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当因变量为营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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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变 动 （ L n C o s t R ） 时 ， 三 项 交 乘 项

D×LnIncomeR×Divorce_C的 回 归 系 数 为

−0.344，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见，破

碎的婚姻造成了企业资源的极大破坏和

浪费，导致企业成本粘性增加。

5. 工具变量回归

为了缓解模型遗漏变量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联合国人类发展

报告中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来进行两

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性别不平等指数反映

了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指数值越低，所

在地区的男女平等性越高，夫妻之间相互合作支持会使得夫妻共同创业的概率提升，有利于家

族企业的长远发展，从而影响夫妻共治下企业的成本粘性。表10和表11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

果。表10中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对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的影

响显著为负，符合本文预期，即在性别不平等指数越低、男女平等性越高的地区，家族企业中

夫 妻 更 有 可 能 共 同 持 股 。 列 （2） 、 列 （3） 为 第 二 阶 段 回 归 结 果 ， 通 过 第 一 阶 段 回 归 估 计 得 到

Ownership的预期值POwnership，并将其与D×LnIncomeR交乘项代入回归，估计结果仍然与基本

回归结果一致。同理，表11中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对夫妻共同管理

的管理权配置的影响显著为负，符合本文预期，即在性别不平等指数越低、男女平等性越高的

地区，家族企业中夫妻更有可能共同经营管理企业。列（2）、列（3）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通过

第一阶段回归估计得到的CM的预期值PCM，并将其与D×LnIncomeR交乘项代入回归，估计结果

仍然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地区男女性别越平等，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合作的可能

性越高，从而越能够有效地定位公司资源的投资和配置方向，灵活地进行成本管控。实证结果

与假设预期保持一致。

（三）机制检验

1. 股权制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既有研究表明股权制衡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即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监督作用（杨文君等，

表 10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假说1）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Ownership LnFeeR LnCostR

GII −0.533*** （−3.63）

LnIncomeR 1.470***（3.72） 0.759***（31.85） 1.037***（92.56）

D×LnIncomeR −0.341*** （−3.68） −0.743*** （−2.99） −1.588*** （−2.60）

D×LnIncomeR×POwnership 0.053***（2.60） 0.021**（2.12）

POwnership −0.023** （−2.52） −0.010** （−2.20）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747***（6.54） 1.776***（3.76） 0.602***（2.63）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 867 3 867 3 867

Adj-R2 0.500 0.496 0.645

表 9    实际控制人婚变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FeeR LnCostR

LnIncomeR 0.135***（6.29） 0.923**（2.27）

D×LnIncomeR −0.868*** （−5.83） −0.889* （−1.69）

D×LnIncomeR×Divorce_C −0.174*** （−2.85） −0.344*** （−2.94）

Divorce_C 0.434***（4.36） 0.086*（1.84）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2.059** （−2.16） 0.048（0.14）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Obs# 228 228

Adj-R2 0.468 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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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夫妻共同控制的权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导致权力过于集中而带

来的大股东侵占行为，此时其他大股东的作用就更为凸显，其他非实际控制人大股东地位得到

提升，在公司治理也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有利于防止控股股东的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决策偏

差，这对于灵活调整公司战略资源的配置具有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在夫妻共治家族企业中，股

权制衡度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股权制衡度越高，越能够灵活地调整企业成本，显著影响夫

妻共治下的成本粘性行为。股权制衡度（Equity Balance Degree，EBD）指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牵

制、相互制衡的程度，通常表现为公司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程度。借鉴陈德萍和陈

永圣（2011）的做法，本文计算股权制衡的方法是由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得到。为了能更好地检验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同持股、夫妻共同管理的两

类所有权效应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根据股权制衡度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股权制衡

度（HEBD）与低股权制衡度（LEBD）两组，采取分组回归并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估计方法（su-

test）进行检验，比较不同组回归结果中成本粘性影响系数的差异性。

表12报告了高股权制衡度（HEBD）与低股权制衡度（LEBD）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

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Ownership系数都显著

为正；股权制衡度较高组系数为0.006，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股权制衡度较低组系数为0.004，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

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较高股权制衡度与较低股权制衡度组间差异比较的结果

显著。可见，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治的所有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表13报告了高股权制衡度（HEBD）与低股权制衡度（LEBD）下夫妻共同管理的管理权配置

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CM系数都显著为正；

股权制衡度较高组系数为0.42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股权制衡度较低组系数为0.324，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

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较高股权制衡度与较低股权制衡度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

可见，股权制衡度在夫妻共治的管理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2. 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家的管理技能是在其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的，尤其

表 11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假说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1） （2） （3）

CM LnFeeR LnCostR

GII −1.583*** （−5.96）

LnIncomeR 0.061***（2.86） 0.630***（16.83） 0.931***（48.03）

D×LnIncomeR −0.600** （−2.59） −0.380*** （−3.52） −0.211** （−2.02）

D×LnIncomeR×PCM 0.689***（2.82） 0.211**（2.07）

PCM −0.385** （−2.45） −0.115** （−2.38）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323**（2.16） 0.206**（2.26） 0.013（1.28）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 867 3 867 3 867

Adj-R2 0.468 0.439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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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职 业 生 涯 经 历 决 定 了 其 特 质 性 的 认 知 结 构 、 价 值 取 向 乃 至 决 策 行 为 （Graham等 ， 2013；

Dittmar和Duchin，2016）。整体职业素养高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在信息的搜集、处理和解读等方

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促使其在进行公司决策时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避免盲目进行资源投入，

从而在成本粘性行为方面表现出更好的灵活协调性（Leverty和Grace，2012；Banker等，2014）。

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中，夫妻白手起家，经历了多元化的职业生涯，有利于提升公司投资

的战略协调性；而且民营企业家对于声誉的重视程度也能够发挥企业家自律的效应，降低企业

的非生产性支出，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同时，企业家丰富的多元化经历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

入有效的项目，避免了无效的资源配置，从而能够灵活地调整成本，降低企业的成本粘性（张

路等，2019）。因此本文认为，夫妻作为企业家共同体，其企业家多元化经历对成本粘性具有积

极的影响作用。

本文借鉴Custódio等（2013）的方法，基于夫妻实际控制人不同维度的职业生涯经历，构建

了以夫妻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特征度量指标−夫妻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Equity Balance

Degree，EBD）。设计这个指标的目的在于能够全面测度夫妻在不同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之间

表 12    股权制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分组检验1）

LnFeeR LnCostR

（1） （2） （3） （4）

HEBD LEBD HEBD LEBD

LnIncomeR 0.558***（2.81） 0.791***（3.47） 1.230***（11.54） 0.858***（7.48）

D×LnIncomeR −0.232** （−2.18） −0.126*** （−2.16） −0.209* （−1.98） −0.109* （−1.96）

D×LnIncomeR×Ownership 0.006**（2.32） 0.004***（2.93） 0.003***（3.66） 0.001**（2.24）

Ownership −0.002*** （−4.37） −0.003*** （−6.33） −0.001* （−1.83） −0.001** （−2.20）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336*（1.96） 0.230（1.13） 0.474***（5.14） 0.142（1.39）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 928 1 938 1 928 1 938

Adj-R2 0.667 0.582 0.639 0.612

su-test F=15.77（P=0.000） F=11.90（P=0.000）

表 13    股权制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分组检验2）

LnFeeR LnCostR

（1） （2） （3） （4）

HEBD LEBD HEBD LEBD

LnIncomeR 0.106***（3.62） 0.158***（2.79） 0.974***（11.80） 0.812***（8.13）

D×LnIncomeR −0.692*** （−4.50） −0.495** （−2.52） −0.467*** （−2.57） −0.157*** （−2.59）

D×LnIncomeR×CM 0.425***（8.29） 0.324***（4.85） 0.083***（2.98） 0.017**（2.51）

CM −0.099*** （−6.48） −0.036** （−2.08） −0.058*** （−7.14） −0.020** （−2.35）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541***（3.26） 0.189（0.94） 0.523***（5.84） 0.178*（1.78）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 928 1 938 1 928 1 938

Adj-R2 0.676 0.578 0.644 0.619

su-test F=17.63（P=0.000） F=70.43（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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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体现个人在管理层面的一种知识与能力的积累。具体测度指标设计如

下：（1）经历的职位数（X1）。在当前职位之前，夫妻所经历的不同职位数量。该指标可以反映以

夫妻为实际控制人对所经营的企业在产品生产、财务管理、人力资本建设、市场建设和公司其

他领域等组织模块的熟悉程度和管理才能。（2）经历的企业数（X2）。在当前公司之前，以夫妻

为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不同企业数量。该指标可以反映实际控制人对多元化企业运作的了解，

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企业数量越多，其经营管理能力也越丰富。（3）经历的行业数（X3）。在当

前行业之前，夫妻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不同行业数量。该指标反映了实际控制人对不同商业环

境的了解程度，同时也体现了实际控制人作为企业家在不同领域所进行的创新努力。（4）经历

的省份数量（X4）。在当前行业之前，夫妻实际控制人所经历的不同省份数量。家族企业的成长

史表明其在不同地域进行商业活动的阅历能够使他们接触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以及对商业规

则背后的非正式制度认知，这样的经历可能使得实际控制人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包容的情怀。

（5）是否兼任其他公司的相关职位（X5）。在当前任职的同时，如果夫妻实际控制人兼任了其他

组织的相关职位，表明实际控制人具有“多面手”的能力，同时也使其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并尽量减少测量误差，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将夫妻实际控制人信息

中涉及个体特质的五个维度进行提炼，分别获取其第一主成分，CDAI描述了夫妻实际控制人

职业生涯多元化的程度，本文将其作为判断夫妻企业家才能的代理变量之一。为了能够更为清

晰地考察企业家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根据多元化才能指数的中位数划分为高才能指

数（HCDAI）与低才能指数（LCDAI）两组进行组间差异比较，以此来分析夫妻共治企业家多元

化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表14报告了高才能指数（HCDAI）与低才能指数（LCDAI）下夫妻共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对

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Ownership系数都显著为

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系数为0.010，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

较低组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

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与企业

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低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在夫妻共治的所有

权配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表 14    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分组检验1）

LnFeeR LnCostR

（1） （2） （3） （4）

HCDAI LCDAI HCDAI LCDAI

LnIncomeR 0.203***（2.91） 0.446***（7.55） 1.492***（13.26） 0.646***（6.45）

D×LnIncomeR −0.856*** （−3.87） −0.591*** （−3.11） −0.548*** （−4.92） −0.439*** （−4.42）

D×LnIncomeR×Ownership 0.010**（2.50） 0.004***（2.67） 0.006***（6.12） 0.004***（4.14）

Ownership −0.001** （−2.00） −0.002*** （−6.19） −0.001*** （−3.42） −0.001*** （−4.55）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059（0.30） 0.469***（2.90） 0.085（0.85） 0.183**（2.16）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 920 1 946 1 920 1 946

Adj-R2 0.569 0.704 0.621 0.649

su-test F=15.00（P=0.000） F=16.32（P=0.000）

第 1 期 夫妻共治会改变企业成本粘性吗 115



表15报告了高才能指数（HCDAI）与低才能指数（LCDAI）下夫妻共同共治的管理权配置对

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CM系数都显著为正；企

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系数为0.59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低

组系数为0.18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变量

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企业家多元化才能指数较高组与企业家多

元化才能指数较低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在夫妻共治的管理权配

置权力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的影响。

3. 妻子技术专家型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考察作为实际控制人的妻子是否是技术专家型企业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技

术专家型企业家凭借专业知识与经验，能够以专业化的水准评估公司投资战略，尤其在核心技

术投资领域，通过提升公司方案的可行性将潜在的战略选择转化为现实的战略行动，同时技术

专家型企业家通过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使公司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降低无效资源配置的

概率，增强企业对风险的把控，有效调整公司的成本粘性程度。为此，本文将具有技术专长的

夫妻企业家界定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借鉴Adler和Ferdows（1990）、胡元木等（2016）的研究，本

文在夫妻企业家的学习经历（涉及工程、生物医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科专业）、工作经历（在

研发或关键技术岗位任职的经历或行业技术协会任职）、专业技术职称（具有技术类相关职

称，如工程师系列、研究员系列等）、专利技术发明中获取相关信息，满足上述条件，则可界定

夫妻企业家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enterpriser）。为此，本文在夫妻共治家族企业中，依据

妻 子 是 否 为 技 术 专 家 型 企 业 家 ， 分 为 技 术 专 家 型 企 业 家 （ Tech_W） 和 非 技 术 专 家 型 企 业 家

（NTech_W）两组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来分析其对成本粘性影响差异的显著性。

表16报告了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W）与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NTech_W）下，夫妻共同

持 股 的 所 有 权 配 置 对 成 本 粘 性 的 影 响 。 列 （1） 和 （2） 的 估 计 结 果 表 明 ， 两 组 D×LnIncomeR×
Ownership系数都显著为正；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009，在1%水平上显著，妻子为

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005，在1%水平上显著，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

改变被解释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4）的结果表明，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与非技术

专家型的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具备技术专家型特质的女性企业家在夫妻共治的所有

权配置结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
 

表 15    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分组检验2）

LnFeeR LnCostR

（1） （2） （3） （4）

HCDAI LCDAI HCDAI LCDAI

LnIncomeR 0.843***（4.28） 1.142***（7.60） 1.159***（11.43） 0.903***（11.54）

D×LnIncomeR −0.502*** （−7.65） −0.283* （−1.91） −0.217** （−2.15） −0.183** （−2.37）

D×LnIncomeR×CM 0.596***（9.88） 0.188***（3.33） 0.072**（2.33） 0.031**（2.04）

CM −0.088*** （−4.87） −0.047*** （−3.44） −0.054*** （−5.94） −0.025*** （−3.54）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189（1.03） 0.501***（3.08） 0.305***（3.22） 0.160*（1.89）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 920 1 946 1 920 1 946

Adj-R2 0.588 0.700 0.621 0.649

su-test F=12.53（P=0.000） F=18.43（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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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妻子技术专家型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分组检验1）

LnFeeR LnCostR

（1） （2） （3） （4）

Tech_W NTech_W Tech_W NTech_W

LnIncomeR 0. 570**（2.32） 0.481***（2.70） 1.675***（10.74） 0.612***（6.71）

D×LnIncomeR −0.837*** （−3.42） −0.144*** （−3.82） −0.595*** （−3.86） −0.294*** （−3.25）

D×LnIncomeR×Ownership 0.009***（3.65） 0.005***（3.45） 0.002**（2.05） 0.001**（2.31）

Ownership −0.001** （−1.97） −0.003*** （−6.65） −0.001** （−2.03） −0.001** （−2.59）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725***（3.18） 0.530***（3.33） 0.401***（2.79） 0.352***（4.32）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 006 2 860 1 006 2 860

Adj-R2 0.714 0.577 0.609 0.630

su-test F=19.54（P=0.000） F=58.19（P=0.000）
 

表17报告了技术专家型企业家（Tech_W）与非技术专家型企业家（NTech_W）下夫妻共同管

理的管理权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两组D×LnIncomeR×CM系

数都显著为正；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297，在1%水平上显著，妻子为非技术专家

型企业家组系数为0.198，在5%水平上显著，两者差异在su-test检验中显著。同样，在改变被解释

变量下，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妻子为技术专家型与非技术专家型的

组间差异比较结果显著。可见，具备技术专家型特质的女性企业家在夫妻共治的所有权配置结

构下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
 

表 17    妻子技术专家型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分组检验2）

LnFeeR LnCostR

（1） （2） （3） （4）

Tech_W NTech_W Tech_W NTech_W

LnIncomeR 0.319**（2.22） 0.230**（2.16） 0.836***（11.49） 0.555***（7.53）

D×LnIncomeR −0.584** （−2.26） −0.632*** （−4.42） −0.751*** （−4.74） −0.352*** （−4.79）

D×LnIncomeR×CM 0.297***（8.72） 0.198**（2.47） 0.192**（2.32） 0.103***（3.51）

CM −0.100*** （−2.69） −0.081*** （−4.98） −0.082*** （−3.57） −0.041*** （−4.94）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884***（3.88） 0.616***（3.96） 0.718***（5.13） 0.329***（4.12）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1 006 2 860 1 006 2 860

Adj-R2 0.711 0.581 0.613 0.631

su-test F=15.29（P=0.000） F=58.07（P=0.000）
 

（四）进一步研究−夫妻亲戚涉足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

既有研究认为，夫妻配偶双方的亲属过多参与家族企业经营会助长家族企业内部的裙带

文化：一方面，亲属参与越多，任人唯亲的现象就越严重，部分亲属成员的能力与岗位并不能

有效匹配，如此便会造成在具体经营决策中无效或低效的资源配置，而且一旦资源投入，调整

的成本就会更高；另一方面，夫妻双方不同亲属之间往往会因为各自利益而产生矛盾冲突，这

就会导致公司代理成本的增加，最终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影响成本粘性。综上所述，如果夫

妻控制的家族企业中夫妻双方亲属过多涉入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决策，往往会导致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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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升。

因此，本文使用夫妻双方的亲戚涉入（Relatives）作为变量，包括家族亲戚在董事会任职

（Rboard）、高管层亲戚人数（RTMT）以及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企业中的持股比例（Rshare），以

此来考察夫妻控制家族企业下亲戚涉入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表18报告了夫妻双方亲戚涉

入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当因变量为费用变动（LnFeeR）时，第（1）、（2）、（3）列分别

显示了家族亲戚在董事会任职（Rboard）、高管层亲戚人数（RTMT）、夫妻双方亲戚在家族企业

中的持股比例（Rshare）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Relatives的系数分别是−1.498、

−0.797和0.009，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当因变量为营业成本变动（LnCostR）时，第（4）、（5）、（6）

列分别显示了家族亲戚在董事会任职（Rboard）、高管层亲戚人数（RTMT）、夫妻双方亲戚在家

族企业中的持股比例（Rshare）的实证结果，其三项交乘项D×LnIncomeR×Relatives的系数分别为

−0.878、−0.908和0.011，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如果夫妻双方亲戚在董事会和高

管层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其参与人数越多，企业成本粘性越大，而夫妻双方亲戚若仅持有公

司股权，反而有助于降低成本粘性。
 

表 18    夫妻双方亲戚涉足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LnFeeR LnCostR

（1） （2） （3） （4） （5） （6）

Rboard RTMT Rshare Rboard RTMT Rshare

D×LnIncomeR×Relatives
−1.498***

（−9.75）
−0.797***

（−7.35）
0.009***

（5.38）
−0.878***

（−4.15）
−0.908***

（−8.49）
0.011***

（3.98）

LnIncomeR
0.299***

（3.40）
0.506***

（6.04）
0.698***

（8.53）
1.148***

（27.87）
1.124***

（27.09）
1.158***

（28.26）

D×LnIncomeR
−0.258***

（−2.92）
−0.467***

（−5.57）
−0.699***

（−8.46）
−1.059***

（−15.64）
−0.464***

（−6.63）
−0.941***

（−18.20）

Relatives
0.532***

（12.87）
0.256***

（9.21）
−0.001***

（−3.29）
0.031*

（1.90）
0.050***

（4.55）
−0.001***

（−4.81）
Control Variabl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stant
0.481**

（2.23）
0.426*

（1.95）
0.388*

（1.77）
−0.433
（−0.04）

−0.327
（−0.03）

−0.430
（−0.04）

Industry&Year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Obs# 3 867 3 867 3 867 3 867 3 867 3 867

Adj-R2 0.104 0.053 0.038 0.439 0.459 0.445
 

五、  结论与启示

成本粘性揭示了企业家公司决策行为的精准性、前瞻性，也体现了公司的战略布局、实施

和协调能力。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中夫妻共同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夫妻共治与成

本粘性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为：（1）夫妻共同控制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其中，基于夫妻共

同持股的所有权配置和夫妻共同经营管理的管理权配置均能够显著降低成本粘性，具有灵活

协调性。（2）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企业家多元化才能和妻子的技术专家型人力资本

特征都对成本粘性有显著影响。（3）家族其他亲戚成员进入企业的方式会对成本粘性产生不同

影响，夫妻双方亲属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越多，其可能的代理成本越高，从而增强了成本粘性程

度；而家族亲属成员持股水平越高，则成本粘性越低。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在理论层面：第一，本文丰富和深化了家族企业

的组织理论研究文献。夫妻共治的家族企业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内在治理逻

辑，夫妻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产权结构动态配置对家族企业组织行为影响显著。夫妻共治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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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决策，尤其是家族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起到显著的协调作用。第二，本文的发现打开

了家族企业内部成本管控的“黑箱”，拓展了组织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

夫妻共治家族企业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显著，夫妻之间有效的权力结构设计能够提升家族企业

的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家族内部利益冲突带来的代理成本，从而形成团结一致的家族经营能力。

在实践层面，本文的研究为家族企业组织内部有效经营管理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实践意

义。第一，家族企业核心领导层，尤其是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权力结构配置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尤其在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夫妻实际控制家族企业中，夫妻之间的有效权力分配能够为企业

经营带来正面效应。夫妻共同持股与管理是一项特殊的产权安排，企业如何安排适当的股权比

例，如何根据夫妻的能力特质和个性设计合适的权力结构，都是一门管理艺术，其中重要的内

在根源或力量便是夫妻和谐的情感关系、具有柔性化的沟通机制。第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

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外部的制度环境需要给予民营企业家足够的宽容和尊重，政

府及有关部门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规则，以此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为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

民营企业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三，两性之间有效的协作是家族企业繁荣的基础，因此需要重新

定位家族女性成员在家族企业中的角色和身份。女性具备细腻、利他主义的优良品质，其对于

公司经营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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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Couple Change
Enterprises’ Cost Stickines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hare Listed Family Business in China

Xu Yupeng
( School of Accountancy，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Cost stickines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it is also an interesting feature of cost asymmet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st

management  model.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cost  stickiness  of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study.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ost stickiness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ctual  controller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organizational  form，the

family  business  based  on  marriage  as  the  basis  of  the  contract  is  unique  in  the  allo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wer.  First，husband  and  wife，as  the  connection  of  marriage  and  the  core  of

family  business，have  an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as  independent

individuals，they  have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to  the  firm.  The  influence  of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ost  stickiness  behavior  under  the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ownership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right allocation-is more profound.

Using  China’s  A-share  listed  family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8  as  research  samples  to

test，the  results  show  that：（1）Spousal  co-govern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st

stickiness of enterprises：the ownership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joint shareholding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management  right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husband and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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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st stickiness；（2）Equity restric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marital co-governance and cost stickiness；（3）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the couple plays

a  significant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marital  co-governance  and  cost  stickiness；（4）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relatives from both husband and wif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st stickiness；（5）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the main results remain stabl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ave  opened  up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st  control  of  family  enterprises，and

enriched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st stickiness.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s also

of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amily  firms，improve  the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 words: family business; joint management of husband and wife; cost stickiness; allocation

of ownership; allocation of managemen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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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7页)
vertical  management  shows  the  effect  of “race  to  top”，while  the  value-added  tax  with  higher

leve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does not have tax competition. This also explain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olicy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and the merger of national taxation and local

taxation，both of which put the tax collection behavior under the central power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which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impact of local “race to bottom” motivation and

ensure the steady growth of tax revenue. In this paper，the policy change impact of the scope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ower  is  added to  the  model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vertical  competition  on  horizontal  competition，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entral  management  power  will  inhibit  the “race  to  bottom” behavior  of

competing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for  liquid  economic  resources，but  the  centralization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ower will increase the “race to bottom” effect of NTB tax revenue.

This  may  be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local  NTB  officials  in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conspiracy”.  In  terms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the  first  is  to  implement  a  system of  rotating

exchanges  between  the  directors  of  taxation  bureaus  in  various  regions，and  try  to  avoid  the

interfere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econd，tax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fer to the value-added tax an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of various

taxes.  Third，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rger  of  national  taxation  and  local  taxation  needs  to

conside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aising some funds locally，thereby restraining local governments

from  putting  pressure  on  the  tax  department  through  the  issue  of  funds，and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riginal  local  tax  staff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ower.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vertical competition; resourc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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